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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产业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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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全国２３５８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以返乡创业试点这一外生政策的实施为准自

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返乡创业试点政

策具有显著的促农增收作用,返乡创业试点县的农民收入水平相比控制组平均提升２．２％;基于安慰剂检验、排

除干扰政策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强化了上述结论;机制分析发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主要是

通过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推动县域产业升级,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

部、南方地区以及市场环境好、融资水平高和财政能力强的县域,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

更加明显.因此,应加大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力度,健全相关配套服务机制和保障体系,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

级,进而实现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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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近些年,尽管中国农民收入水平实现

了快速增长,但收入增速呈现放缓徘徊态势,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仍在不断扩大[１].从长远看,中
国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内在动力仍然不足,再加上农民收入水平整体存在起点过低、增长稳定性

差等先天劣势[２],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成为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同

时,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城乡之间相互推拉博弈下,庞大的外出务工群体经历了从“外出打工

潮”到“返乡就业创业潮”的转变[３].返乡劳动力作为既熟悉农村现实情况又有城市现代产业部门工

作经验的重要群体,是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而返乡劳动力的创业规模和创业

质量,更是助力当地农民收入水平提升以及乡村经济振兴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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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关于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众多,主要集中在农地制度、农村金融、产业融合以及新

型城镇化等方面.事实上,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关键是要解决农民就业问题,而创业本质上是资

源整合和要素集聚的过程,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不仅可以实现创业者的自我就业,还能创造大量工

作岗位,吸纳闲置劳动力,带动更多的农民参与非农就业[４].然而,直接考察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

收入影响的文献较少,与之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创业与农民收入两者间的关系探究上,且研

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大部分学者认为,农村创业活动能够通过加快生产要素流动、促进多渠道就

业、拓展增收渠道等途径,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快速发展,从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５][６][７][８].然

而也有部分学者指出,由于创业本身是一种风险性较高的创新活动,加之农村劳动力的资本积累有

限,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同时乡村创业市场又趋于饱和,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反而会增加农民陷入

贫困的概率,加深农民相对剥夺程度[９][１０].
上述实证研究结论之所以不一致,除研究样本不同外,还可能是内生性问题所致.因为创业活动

与收入水平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诸如工资性或财产性等收入水平的提高,均能显著影响劳动者创

业的决策和规模[１１][１２].再加上缺少大量可靠的对照组数据的支撑,导致无法准确识别农村创业活动

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净影响,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普适性有待提高.近年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

列鼓励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政策,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分三批次批复设立的支持

劳动力返乡创业试点地区,这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准自然实验.已有研究表明,返乡创业试

点政策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１３].与该研究思路一致,本文基于中国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２３５８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其一,本文将中国政府自２０１６年以来实施的劳动力返乡创业试点政策

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从农民收入层面分析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
更加准确地捕捉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净效应,较好地解决了两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研
究结论更为精准;其二,区别于以往研究,本文基于产业升级视角,构建新时代劳动力返乡创业、产业

结构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解构劳动力返

乡创业对农民收入水平影响的内在逻辑,不仅补充和丰富了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体现包

容性创业理念,还有助于扩大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成果共享,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实现;其三,
考虑到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长期性,本文着重从区位优势和创业条件两方面考察返乡创业试点政策

影响农民收入的异质性特征,为政策制度优化和支持体系完善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改革开放后,在相当长时期,受成本收益比较诱导,劳动力基本上都是从乡村向城镇流动.但是,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的劳动力不再局限于“乡—城”流动,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开启了

“乡—城—乡”的流动模式,而且这些返乡劳动力不再满足于基本的温饱需求,而是希望能够获得社会

地位与认同感.一方面,返乡劳动力来自农村,对家乡有着本能的归属感、浓厚的乡土情结;另一方

面,在城镇务工、经商或求学期间,获得的资金和积累的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他们回乡发展.同

时,２０１５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新
引擎”,随后,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和«关于支持农民工

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来支持劳动力返乡创业.
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劳动者个人的行为与发展,更是带动农村劳动力就地

就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推动农村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方式和渠道[１４].为进一步优化鼓励劳

动力返乡创业的体制机制,激发劳动力返乡创业意愿,打造良好创业生态系统,充分发挥返乡劳动力

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生产要素功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委,于２０１６年２月联合

发布了«关于同意河北省威县等９０个县(市、区)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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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通知»,开始实施支持劳动力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具体而言,从２０１６年开始,中国分三批一共

３４１个县(市、区)组织开展支持劳动力返乡创业试点工作,其中,２０１６年２月公布了第一批包括河北

省威县等９０个支持劳动力返乡创业试点地区,随后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以及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又陆续公布了

１１６个和１３５个试点地区.根据上述文件,支持劳动力返乡创业试点地区重点围绕返乡劳动力创业

所面临的证照办理环节多、公共服务不配套以及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着重做好政务服务、资金

支持、技能培训、创业孵化等平台的搭建工作,在简化营业执照办理手续、设立企业续贷过桥资金池、
减免创业场地租金、开展定岗式和定向式培训以及提供项目策划和专家咨询服务等方面为返乡创业

提供具体支持,还在户籍管理、子女教育、社保关系接续等方面营造宽松环境,让返乡创业者拥有更强

的获得感.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国各试点地区返乡创业人员总量超过２８０万人,累计创办市场主体２２５万个

左右,带动就业近９８０万人,培育了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返乡创业园区和实训基地;以全国劳务输出

大省河南省为例,截至２０２０年底,河南省２１个试点县已有返乡入乡创业人员５７万人,创办市场主体

３９万个,带动就业２４８万人① .可见,随着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逐步推进,各试点地区积极探索适合

本地实际的返乡创业发展路径,形成了多层次、多样化、高质量的返乡创业发展格局,对带动农村劳动

力就地就近就业、繁荣乡村产业、促进乡村振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１．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影响

合理有序推动农村创业活动,尤其是支持外出劳动力返乡创业,不仅能激发农村内生增长动力,
培育“三农”发展的新动能,还能为农村开辟新的就业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理论研究和现实发展

都已证明,返乡劳动力创业能够催生众多农业新经营主体和民营小微企业,不仅有助于解决自身就业

问题,而且在扩大就业方面具有倍增效应,能够创造大量工作岗位,为农村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带动农

民在乡村本地就业并拓宽收入来源和实现增收[１５][１６].经农业农村部综合测算,一个返乡创业项目,
平均可吸纳６~７个农民稳定就业,１７个灵活就业② .具体的,劳动力回乡创业所从事的经营活动通

常与当地的农业生产相联系,在“公司＋农户”或“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下,不仅能够将分散的

农户有效地组织起来,加强农户与市场的联系,带动一大批农村劳动力发展生产和实现就业,还能促

进土地、机械等生产要素的集约利用,发展规模农业和现代农业,农村劳动力由此获得了更多的非农

就业机会与工资性收入[１７][１８].更为重要的是,在相关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帮助下,返乡劳动力的创

业活动不仅能够直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还能在当地形成羊群效应和

示范效应[１９][２０],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流入农村以及更多的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扩大当地劳动力返

乡创业的规模,由此更好地促进农村劳动力收入增加,改善城乡收入格局[２１][２２].综上,提出本文第一

个研究假设:
假设１:劳动力返乡创业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２．劳动力返乡创业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路径:产业升级

农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是中国农村产业发展的主要特征.但农业生

产具有周期长、风险大和效益低的特点,且中国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偏低,进一步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

慢[２３].可见,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核心逻辑,除了要解决农民就业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促进农

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事实上,劳动力返乡创业能通过发展新产业和新业态,为农村劳动力创造就

近就业机会,优化农村内部劳动力资源配置,促进产业要素向乡村流动和聚集,释放县域产业升级红

利,劳动力返乡创业由此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升级、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

径[２４].农村创业活动不仅可以创造工作岗位,吸纳农村闲置劳动力,还能加快资金、技术、劳动等生

产要素的快速流动和聚集,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促进农村经济实现由以小规模农业生产为主向规

模农业和非农生产相融合转变[２５].因此,以劳动力返乡创业带动村民就业,有利于打破过去以农业

为主的农村经济结构,推动农民进行兼业经营,实现对土地等生产资源的合理利用,进而促进乡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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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助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１３].具体而言:
其一,劳动力返乡创业有助于提升当地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本质是各产

业之间的协调程度,主要反映要素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协调和利用效率[２６].新创企业往往具备

高技术水平、强创新倾向等独特性质,其进入市场后不仅能迫使在位企业突破“在位者惰性”,提升

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会加剧原有行业的市场竞争,引发市场选择,产生替代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率较高的新创企业会存活下来,而低效率的企业则会被迫改进生产或逐渐退

出市场,由此,整个行业的平均生产效率将得到提升,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２７].农业农村部数

据显示,在返乡创业项目中,６０％以上具有创新因素,５５％运用“互联网＋”等新模式,这些项目充

分融入新兴时尚元素和现代产业要素,并着重生产智创、文创和农创产品③ .具体看,返乡劳动力

通常会结合自身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技术、知识和经验优势进行创业,持续补位传统农业劳动力,
加快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队伍的建设,并以先进的经营理念,通过资金入股、技术入

股、收益分红等方式深度参与当地产业发展,形成分工明确、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经

济联合体,提高生产要素在单个产业内或不同产业间的配置效率,降低产业不合理波动[２８].同时,
在经济转型升级和传统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劳动力返乡创业还有利于助力当地传统落后生产部门

的改造,进一步开拓乡村产业发展空间,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注入全新动力.既往研究证明,一
般农民采纳新技术的意愿较低,大多持风险厌恶态度[２９],但是,拥有非农就业经历的返乡创业者往

往具备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冒险意识,更加注重新技术应用、多功能性挖掘、经营模式创新和产业链

延伸,倾向于增加资金和技术投资,主动培育优质畜禽养殖、绿色有机农业、乡村文旅等具有广泛

市场前景和地方特色的农村新业态,并依据地区要素禀赋优势来调整布局和定位.这些在减少产

业结构不合理变动带来的摩擦基础上,有利于缓解地区间产业同构,推动农村生产的商业化、品牌

化和多元化,从而促进当地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
其二,劳动力返乡创业有助于提升当地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本质是产业

由低级向高级的跃升过程,即由第一、二产业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演进,进一步实现一二三产业融

合.返乡劳动力的创业领域主要集中在与其曾经工作经历密切相关的非农产业,尤其是在第三产

业[３０].一般而言,劳动力返乡创业会将在外非农就业、经商、求学或参军等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物质

资本与本地资源优势和人脉优势相融合,开创一批集种养深加工、种养体验、观光旅游、休闲康养、
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村立体经济业态[３１],这不仅有助于延伸扩展农业产业链,合理分配不同部门

间的生产资源,降低要素重置成本,还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促进经济结构由农

业向多元产业升级,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２０２０年,返乡创业项目中

８５％以上属于一二三产业融合类型,广泛涵盖产加销服、农文旅教等领域,其中,仅淘宝村就创造

了８２８万个就业岗位③ .同时,返乡劳动力创业还会积极与本地特色资源、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等

相结合,并通过规模集聚效应,形成各具特色的返乡创业产业集群,夯实产业高级化发展基础.据

农业农村部统计,全国农村创业园区(基地)超过３５００家,基本实现了县县有农村创业园区(基
地)④ .具体看,劳动力返乡创业通过依托城乡之间特色突出、设施齐全的返乡创业园或创业孵化

实训基地,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例如,江西省德兴市的遮阳产业、安徽省无为县的

电线产业、河南省汝州市的机绣纺织产业等,强化了不同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通过构建“生产＋
加工＋科技＋营销＋品牌＋体验”多位一体、上下游产业衔接的创业格局,营造了良好的人才集

聚、金融发展环境,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并引领二、三产业不断向农村延伸,促进当地产业结构趋

向高级化.
当然,无论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是高级化,其本质都是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在有效促进经

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对国民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３２].一般而言,产业结构转型越快,生产专业化和

分工程度越高,要素配置效率也越高,就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更多农村劳

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３３].一方面,产业结构合理化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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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不同行业劳动要素的供需关系,使得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生产比例更协调,各行业的劳动报酬趋于合

理化,以此提高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推动居民收入分配持续走向均衡[３４].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还

能进一步优化细分产业的成本收益结构,不断延长产业链和提升价值链,规避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盲

目投资和过度生产行为,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增加.另一方面,产业结构高级化促使农村劳动力向非

农部门转移,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拥有更多耕地、灌溉用

水和其他农业资源创造了有利条件,助推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收入水平提升[３５].同时,从农业生

产中释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又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需求寻找合适的就业岗位,并通过从事其他非

农行业的生产活动,拓宽收入增长渠道,实现自身收入持续稳定增长[３６].据此,提出本文第二个研究

假设:
假设２:劳动力返乡创业通过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实现农民收入增长.

三、实证设计

(一)识别策略

返乡创业试点地区的设立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不断推行以

及其他相关因素的积极推动,优化了农村创业氛围与环境,中国劳动力返乡创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

势.这一外生事件的冲击,为吸引劳动力返乡创业创造了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具有自然实验的性

质,也为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识别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提供了绝佳机会.各地返

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时期不同,具有分区域逐步推进的特点.由此,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来

估计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Yi,t＝β０＋β１DIDi,t＋∑βnControli,t＋μi＋δt＋εi,t (１)
式(１)中,Yi,t为第t年i县的农民收入水平.DIDi,t是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交互项,具体而言,

DIDi,t＝treati×postt,其中treati为i县是否入选返乡创业试点地区的虚拟变量,若入选则treati＝１,
否则为０;postt为时间虚拟变量,在入选返乡创业试点地区之前postt＝０,在入选当年及之后年份则

为１.Controlit为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等一系列相关的控制变量.μi为地区固定效应,δt为年份固定效

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本文重点关注核心解释变量DIDi,t的系数β１,该系数旨在刻画返乡创业试点政

策对当地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式(１)控制了返乡创业试点县域和非试点县域间的特征差异、时间变

化趋势等,可以克服传统回归模型的偏误,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二)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水平,本文使用平减之后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并取对数来表征.

２．核心解释变量.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根据历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上公布的返乡创业试点县

名单,结合设立时间统一赋值,生成试点政策交互项DIDi,t来衡量.

３．控制变量.参考唐跃桓等的研究[３７],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

距、农业发展水平、基础建设水平、财政依赖程度、人力资本水平、通信基础水平、社会消费环境、常用

耕地面积、农业技术水平以及区域人口密度等.

４．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分别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来表征.
(１)产业结构合理化,学界多以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进行度量,因此,本文参考干

春晖等的研究[２６],使用泰尔指数表示,计算方式如式(２)所示:

TL＝∑
n

i＝１

Yi

Y
æ

è
ç

ö

ø
÷In

Yi

Li
/Y
L

æ

è
ç

ö

ø
÷ (２)

式(２)中,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i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TL值越小,则代表产业结构

处于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合理.
(２)产业结构高级化,参考付凌晖的三次产业向量夹角方法进行计算[３８],具体方式如式(３)和式

(４)所示.首先根据三次产业划分将GDP分为３个部分,将每一个部分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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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向量中的一个分量,从而构成一组三维向量X０＝(χ１,０,χ２,０,,χ３,０);然后分别计算 X０ 与产业由低层

次到高层次排列的向量X１＝(１,０,０),X２＝(０,１,０),X３＝(０,０,１)的夹角θ１、θ２、θ３;最后根据式(４)即
可得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θj＝arccos
∑
３

i＝１
(χi．j􀅰χi．０)

(∑
３

i＝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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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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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３

k＝１
∑
k

j＝１
θj (４)

其中,j＝１、２、３,W 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其值越大,表明当地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
(三)数据来源

本文收集整理了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国２７个省份２３５８个县的县域平衡面板数据.考虑到直辖市

的特殊地位和政策偏向性,同时在直辖市中农业产值占比较小,如果将其与其他地区数据简单混合在

一起回归,可能会对模型参数估计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样本中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４个直辖市

做了剔除处理.为了更好地反映实际情况,本文以２０１０年为基期,分别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以及 GDP指标进行了平减处理,并对各连续变量指标进行上下１％的缩尾处理.返乡创业试点县域

名单来源于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其他指标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具体衡量

方式见表１.
　表１ 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农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对数 ９．１３８ ０．５２５

试点政策交互项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交互项,DIDi,t＝treati×postt ０．０３７ ０．１８９

经济发展水平 县域人均实际 GDP(万元/人),取对数 １．３３２ ０．５８０

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取对数 １．１７３ ０．２４６

农业发展水平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名义 GDP之比 ０．４１９ ０．７１８

基础建设水平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名义 GDP之比 １．０５５ １．９８３

财政依赖程度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之比 ０．５６１ ６．５２４

人力资本水平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与年末总人口之比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８

通信基础水平 固定电话用户数与年末总人口之比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８

社会消费环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年末总人口之比,取对数 ０．６２９ ０．４６２

常用耕地面积 常用耕地面积,取对数 １０．４０８ ０．９３５

农业技术水平 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年末总人口之比,取对数 １．６４５ １．７７７

区域人口密度 年末总人口与行政区域面积之比 ０．０４５ ０．１２６

四、实证分析

(一)前提条件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分析需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即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之前,试点县处

理组与非试点县对照组的被解释变量即农民收入水平需要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不能存在显著的差

异性.如果在估计之前存在未被识别的影响因素,那么在未受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冲击之前,两组样

本中的农民收入水平可能不具有相同变化趋势,而且这种差异很可能随着外部环境及时间的变化而

变化.为此,本文对处理组和对照组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发生前的平行趋势进行检验,结果如图１所

示.农民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在政策实施前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两组之间的农民收入

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此外,在试点政策实施后的第一年,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当地农民收入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提升作

用,但政策效果的持续性不佳.究其原因可能是,新试点政策刚出台时,容易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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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甚至“造势驱动”,往往具有较强的冲击性和聚合性,产生政策“喷发效应”,但公共政策执行是

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试点政策的初始激励效应过后,可能出现“后劲乏力”的问题.如果与返乡

创业试点政策相配套的扶持措施及基础设施未能及时跟进和完善,就可能导致返乡劳动力在创业过

程中面临相应软硬件条件供给不足的困境,进而增加创业的不确定性,影响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促农增

收效应的持续发挥.这从中国近些年不断加快构建和完善相应的劳动力返乡创业支持体系也可见一

斑.例如,２０１９年人社部等部门共同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加大

政策支持、提升创业培训、优化创业服务、加强人才支撑、强化组织实施等措施;２０２０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解决返乡入乡创业过程中的一

些突出矛盾和问题;２０２１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依托现有各类园区加强返乡入乡创业

园建设的意见»,以强化平台支撑.

图１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二)基准回归结果

如表２所示,模型(１)~(３)逐步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并对时间与地区固定效应进行控制,结果显

示,核心解释变量政策交互项均在１％的水平下对农民收入水平产生显著正影响,即返乡创业试点县

的设立会显著提升当地农民收入水平,假设１得到验证.以模型(３)为例,平均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返乡创业试点县的设立,使处理组农民收入水平比对照组平均提高２．２个百分点,具有显

著的促农增收经济意义.可见,劳动力返乡创业能给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岗位,实现农民

就近就地就业和收入水平提高.此外,经济发展水平改善与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对于促进农民持续增

收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与提高县域人力资本也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

途径之一.
(三)稳健性检验

１．安慰剂检验.为进一步论证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当地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积极效应,控制其

他不可观测或随机因素的影响,本文进行了随机化实验组安慰剂检验.为使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特

定地区的冲击变得随机,本文从全样本中随机抽取“返乡创业试点”建设名单并设定为伪实验组,但
事实上由于这些伪返乡创业试点县并没有实际入选,且是随机产生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构建出

的安慰剂检验政策虚拟变量并不会对农民收入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图２的结果表明,１０００次随机

生成返乡创业试点县处理组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均值接近于０,且与实际估计系数相比,安
慰剂检验中得到的系数显著异于实际估计参数.这一结果不仅证明了其他因素对农民收入水平的

影响较小,而且证实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促进当地农民收入增长的效应并非来源于不可观测因素,劳
动力返乡创业是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推动因素,表明基准回归通过了安慰剂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是

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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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农民收入水平

(１) (２) (３)

试点政策交互项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

经济发展水平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５)

城乡收入差距 ０．７２４∗∗∗

(０．０１２)
０．７２７∗∗∗

(０．０１２)
０．７２８∗∗∗

(０．０１２)

农业发展水平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基础建设水平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财政依赖程度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人力资本水平 ０．６５４∗∗∗

(０．０７１)
０．６６６∗∗∗

(０．０７１)

通信基础水平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５)

社会消费环境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常用耕地面积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农业技术水平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区域人口密度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３)

常数项 ９．９２２∗∗∗

(０．０１７)
９．８４４∗∗∗

(０．０１８)
９．８８２∗∗∗

(０．０２１)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５９３８ ２５９３８ ２５９３８
R２ ０．９７６ ０．９７６ ０．９７６

　　注:∗、∗∗和∗∗∗分别代表在１０％、５％ 和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图２　安慰剂检验

　　２．排除干扰政策.如果在样本期间实施了其他对农民收入水平会产生较大影响的政策,就会对

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在考虑已有研究和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本文发现商务部和农业部自

２０１４年以来逐步推进开展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计划”和“农村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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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地农民收入水平产生较大影响.为了排除这两项政策的冲击,本文进一步生成了这两项试点政

策虚拟变量并将其纳入基准回归的控制变量中,以此考察在控制其他政策干扰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

与当地农民收入水平的因果关系,估计结果如表３第(１)列所示.在控制上述两项政策冲击后,核心

解释变量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交互项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其他政策冲击并未影响劳动力返乡创业

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因果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３．剔除特殊样本.不同的市辖区、县级市和所辖县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以及决策自主性上都存

在较大差异.如果将所有县(区、市)放在一起进行估计,可能会对双重差分法下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与

农民收入水平之间的计量结果造成一定影响.为此,本文尝试将所有区、市级样本数据进行剔除,仅
保留了１４１６个县的样本数据,估计结果如表３第(２)列所示.在剔除上述样本后,试点政策交互项变

量依旧在１％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确实对农民收入增长发挥着重要的激励效应,
再次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４．考虑延续性.本文所选变量与设立返乡创业试点县之间可能会存在反向影响,为了降低潜在

内生性问题,参考 Acemoglu等的研究[３９],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水平的一期

滞后项,进一步控制地区经济、社会环境等不可观测时变因素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由表３第(３)
列回归结果可知,在添加滞后一期被解释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交互项的系数变

小,但依旧显著为正,这表明在缓解了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的

估计结果依旧有效.

５．更换样本区间.不同样本区间的选取可能影响本文的基准结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的时

间为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本文使用的数据样本跨度为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前的时期

会显得比较长,可能会对研究结论造成影响.为了排除这一顾虑,下文剔除前四年的数据,将样本区

间设置为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并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３第(４)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返乡创业试点政策

交互项依旧通过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时间跨度长并不影响本文研究结果,在更

换样本区间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有助于促进当地农民收入增长的结论仍然稳健.
　表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排除干扰政策 (２)剔除特殊样本 (３)考虑延续性 (４)更换样本区间

试点政策交互项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９．８７３∗∗∗

(０．０２１)
９．６８９∗∗∗

(０．０２７)
３．６５０∗∗∗

(０．１４１)
１０．１８６∗∗∗

(０．０３０)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５９３８ １５５７６ ２３５８０ １６５０６

R２ ０．９７６ ０．９７７ ０．９９０ ０．９８６

五、影响机制与异质性检验

(一)影响机制检验

其一,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渠道进行验证.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被解释变量,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交

互项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由表４第(１)列回归结果可知,试点政策交互项变量在５％水平

下显著为负,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有效降低了产业结构偏离均衡水平,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合理

化.返乡劳动力将积累的先进经验带回家乡,推动了人力、科技、资本等要素投入合理配比,提高了不

同产业间的集约化和专业化水平,有助于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同时,在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过程

中,资源要素得到合理配置,生产效率得到明显提升,这将推动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农产品附加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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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收益最大化,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此外,产业结

构逐渐向合理化方向调整还能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丰富当地的产业业态,激活农村土地、房
产等要素市场,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规模,并通过股金分红、集体收益分配等方式使农民拥有持续

稳定的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其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渠道进行验证.表４第(２)列是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被解释变量,根据

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交互项的系数在１％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

能够有效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返乡劳动力在经历市场化浪潮后,将城市的市

场经济思维应用于农村的事业,并通过将自身优势与当地资源禀赋相融合来创办企业,不仅可以弥补

技术、品牌、物流和营销等传统农村产业链短板,还能有效推动农业与乡村旅游、康养等产业融合发

展,实现将现有生产经营体系向着高级化方向发展的目标.与此同时,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能够加

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不仅有助于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提升工资性收

入水平,让更多的农民分享二、三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收益,还能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使农业单位

劳动力拥有更多的水、土地、林地等农业生产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业生产的总效益,在整

体上实现农村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双重增长.
综上,返乡创业试点政策通过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推动了县域产业升级,夯实

了农民收入增长的产业基础,并在事实上助推了农民收入增长,本文的研究假设２得到了验证.
　表４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产业结构合理化 (２)产业结构高级化

试点政策交互项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２)
６．４２４∗∗∗

(０．０３０)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５９３８ ２５９３８
R２ ０．４４９ ０．８８４

　　(二)异质性分析

１．区分地理位置.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制度环境等都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各地区

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为此,本文将全国不同的县域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后,再次使用

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对式(１)进行估计.结果如表５所示,估计结果表明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具体

而言,在东部地区,试点政策交互项变量在１％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返乡创业试点

政策的变量系数虽然为正数,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劳动力返乡创业的促农增收效应在中西

部地区并未得到充分发挥.究其原因,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在营造合适创业环境方面与中西部地

区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更有利于返乡劳动力实施创业活动,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民

就近就地就业,提升当地农民的收入水平.
受工业发展放缓、经济体制改革滞后、投资增速下降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南方与北方地区的经

济差距在逐渐扩大[４０],并呈现出“南快北慢”特征.为此,本文进一步以秦岭、淮河作为分界线,将
样本县域划分为南、北方两组进行分组讨论.由表５第(４)(５)列回归结果可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

系数在南方地区分组中显著为正,而在北方地区分组中为负但并不显著,表明南方地区劳动力返乡创

业具有更明显的促农增收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南方地区城市营商环境整体上优于全国平均水平[４１].
在这种条件下,返乡劳动力拥有更好的创业环境,自然也就更容易发挥出“创业致富”效应.为此,下
文将进一步对县域创业条件进行区分,以系统合理地评价劳动力返乡创业促农增收效应的异质性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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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异质性分析结果Ⅰ

变量
农民收入水平

(１)东部 (２)中部 (３)西部 (４)南方 (５)北方

试点政策
交互项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９．８５２∗∗∗

(０．０４８)
９．９８０∗∗∗

(０．０４２)
９．９１６∗∗∗

(０．０２９)
１０．０１０∗∗∗

(０．０２２)
９．７４７∗∗∗

(０．０４０)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７３３７ １００３２ ８５６９ １６０４９ ９８８９

R２ ０．９６８ ０．９８６ ０．９７３ ０．９７９ ０．９７２

　　２．区分市场环境.完善的市场环境能提高契约执行效率,降低行政权力对关键资源的配置力量,
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并通过激励效应将资源配置到创业者手中,缓解创业者面临的风险,使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积极效应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对劳动力返乡创业带来正向激励.一般而言,区
域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创业者就能够利用正式制度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取得更好的经营绩效[４２].
本文按照樊纲等计算的市场化指数的中位数,将不同县域划分为市场环境好和市场环境差两组,并使

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进行分组回归.由表６第(１)(２)列回归结果可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变量在较好

的市场环境分组中通过了１％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而在较差市场环境分组中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这表明在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创业企业获取资源的便利性较好,能够帮助返乡劳动力

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发展资源,克服其在初创阶段面临的资源约束问题;同时,也可以促使返乡劳动力

更快地捕捉市场发展状况,并采用新技术进行创新经营,由此更容易发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效果.

３．区分融资水平.创业是一种资源消耗型且需要承担巨大风险的经济活动,信贷规模和信贷方

式将直接影响创业决策和创业成功率.外部的信贷市场是返乡劳动力创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因此,外
部融资水平的高低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下文参考已有研

究[４３],根据县域存贷款总额将样本划分为融资水平高与融资水平低两组,表６中第(３)(４)列报告了

分组回归的结果.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交互项仅在融资水平较高的分组样本中通过１％显著性水平检

验,且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劳动力返乡创业促农增收的效应在融资水平较高的县域中得到了更明显的

体现.可见,由于返乡劳动力所拥有的自有资产相对较少,资金充裕将有利于其做出创业决策并持续

地经营企业,实现带动其他农民一起增收的目标.
　表６ 异质性分析结果Ⅱ

变量

农民收入水平

市场环境

(１)好 (２)差

融资水平

(３)高 (４)低

财政能力

(５)强 (６)弱

试点政策
交互项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０．１５３∗∗∗

(０．０３５)
９．７７１∗∗∗

(０．０２７)
９．９９４∗∗∗

(０．０３４)
９．８９０∗∗∗

(０．０２８)
１０．０３４∗∗∗

(０．０３５)
９．７１０∗∗∗

(０．０２９)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２９１２ １３０２６ １３１８１ １２７５７ １３０１７ １２９２１

R２ ０．９７４ ０．９８３ ０．９７１ ０．９７９ ０．９７３ ０．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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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区分财政能力.创业活动的开展,不仅有赖于创业者自身的意愿与能力,更离不开政府提供的

充足物质保障和创造的良好政策环境,这些甚至将直接关系到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成败[４４][４５].一般而

言,可获取的政策资源越多,劳动力返乡创业绩效越好.下文使用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对县域的财力水

平进行衡量,根据中位数将不同县域划分为财政能力强和财政能力弱两组,并重新使用多时点双重差

分法进行分组回归.由表６第(５)(６)列回归结果可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交互项变量仅在财力较强

的县域样本中通过了１％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可见,在财政能力较强的县域中,政府更有能

力为返乡劳动力创业提供更多的经济帮助或优惠政策,由此,劳动力返乡创业的促农增收效果也就得

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２３５８个县域的面板

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评价劳动力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当地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效

应、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劳动力返乡创业显著提升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控制其他条件

不变,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民收入水平平均提升２．２个百分点,具有明显的促农增收效

应;采取安慰剂检验、排除干扰政策、删除特殊样本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可靠.基于产

业升级视角,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不仅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还能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

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间接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区位优势和创业条件差异使得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促

农增收效应具有异质性,东部、南方地区以及市场化程度高、融资水平较高和财政能力较强的县域,劳
动力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民收入水平提升的作用更大.据此,本文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加大政策实施力度.鉴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促农增收作用,政府相关部门应进

一步细化和落实支持政策,为更多的返乡劳动力创业提供政策保障,促进返乡劳动力成功创业和持续

创业,强化劳动力返乡创业的促农增收效应.同时,在创业扶持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可进一步搭建和

完善返乡劳动力创业的政府服务平台,进一步规范政策执行程序,强化政策执行力度,简化服务流程,
既要追求优惠政策覆盖面广,体现政策的公平性,以此充分调动返乡劳动力的创业积极性与主动性,
也要着重扶持处在创业初期的返乡劳动力,设计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次,实施产业升级战略.鼓励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返乡劳动力,依托当地特色资源禀赋和优

势主导产业进行创业,促进资金、人才、技术等关键要素高效流动和融合,构建分工协作的产业格局,
激活农村产业发展.同时,扩大参与产业融合的主体范围,提升产业关联程度和水平,优化产业结构

升级的差异化路径,多方协同,不断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最后,优化创业支持体系.劳动力返乡创业不仅依靠自身条件,也有赖于市场氛围、融资环境与

财政扶持.因此,应加快推进农村要素市场化进程,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激活要素资源,提高新创企业

获得各类资源的能力,积极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保障返乡创业企业有序运行.同时,鼓励金融机构

创新信贷产品,降低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让返乡劳动力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并注重加大对返乡劳

动力金融知识的宣传、培训与指导.此外,应注重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返乡劳动力进行创

业活动的各种必备条件,充分利用贷款利息补贴和创业专项补贴,建立专门的劳动力返乡创业贷款专

项担保资金,优先给予和适当降低贴息优惠条件.

注释:

①资料来源:https://fgw．henan．gov．cn/２０２０/１０Ｇ２３/１８３６２８８．html.
②资料来源:http://www．farmer．com．cn/２０２２/０４/２１/９９８９２６０９．html.
③资料来源:https://sannong．cctv．com/２０２１/０３/１６/ARTIJqYBOZndbYi８J９rTRIaV２１０３１６．shtml.
④资料来源:http://www．forestry．gov．cn/main/６０９５/２０２２０９２７/１６４７２３６７７４４７８１９．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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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ＧtoＧhomeEntrepreneurship,IndustrialUpgradingandFarmers＇IncomeGrowth
LUO Mingzhong　WEIBinhui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Guangzhou５１０６４２,China)

Abstract:Basedonpaneldatafrom２３５８countiesacrossChinafrom２０１０to２０２０,thispaperempiriＧ
callyexaminestheimpactoflabourforcereturningtotheirhometownstostarttheirownbusinesses
onfarmers＇incomelevelsusingamultiＧtemporaldoubledifferencemethodasaquasiＧnaturalexperiＧ
mentwiththeexogenouspolicyofreturningtotheirhometownstostarttheirownbusinesses．The
resultsshowthatthebackＧtoＧhomeentrepreneurshippilotpolicyhasasignificanteffectonboosting
farmers＇income,withfarmers＇incomelevelsinthebackＧtoＧhomeentrepreneurshippilotcountiesinＧ
creasingbyanaverageof２．２％comparedtothecontrolgroup;theresultsofrobustnesstestsbased
onvariousmethodssuchasplacebotestsandexclusionofinterferingpoliciesfurtherstrengthenthe
abovefindings;themechanismanalysisrevealsthatthebackＧtoＧhomeentrepreneurshippilotpolicy
mainlypromotestheupgradingofcountyindustriesbyenhancingtherationalisationandadvanced
levelofindustrialstructure,whichinturnpromotesthegrowthoffarmers＇income;theheterogeneＧ
ityanalysisshowsthattheeffectofthebackＧtoＧhomeentrepreneurshippilotpolicyonraisingfarmＧ
ers＇incomelevelsismorepronouncedintheeasternandsouthernregions,aswellasincounties
withgoodmarketenvironments,highlevelsoffinancingandstrongfinancialcapacity．Therefore,
theimplementationofthepilotpolicyonreturningtotheirhometownsshouldbestrengthened,and
therelatedsupportingservicemechanismandguaranteesystemshouldbeimproved,soastoproＧ
motetheupgradingofthecounty＇sindustrialstructureandthusachieveasustainableandstableinＧ
creaseinfarmers＇income．
Keywords:BackＧtoＧhomeEntrepreneurship;IndustrialStructure Upgrading;Farmers＇Income;
QuasiＧnatural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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